
女性能有助于
应对人口老龄
化和劳动人口
萎缩问题

全球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深

远。当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时，在多数情况

下劳动力人口也在萎缩，经济增长的潜力

也相应缩小。大部分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

体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正在减少，而养老

金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却不断增加，这

给政府收入施加了压力。

女性在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全球人口中超过一半是女性。

由于女性的寿命普遍比男性长，因此 65岁
以上人口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更高。然而，

过去 20 年间真正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中的

劳动适龄女性的比例（即女性劳动参与率）

却一直在 50%左右徘徊。但这一全球平均

水平掩盖了各地区在其水平和趋势方面的

巨大差异。这一比率从中东和北非的 21%
到东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国和北欧的

60% 以上，各不相同。尽管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在此期间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增

加了13个百分点），但南亚的比率却在下跌。

虽然女性参与率停滞不前，然而男女参与

率之间的差距（男性劳动参与率与女性劳

动参与率之差）自1990 年以来却在不断缩

小，但这并非是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

了，而是因为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

差距仍然存在

男女在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尽管正在

缩小，然而在诸如获得医疗卫生、金融服务、

工资和法定权利等其他很多机遇方面，性

别差距仍然存在。即使是在最不发达的经

济体，女性和男性的初级教育入学率之比

达到了 94%。在中等教育入学率方面，男

女之比平均为 97%，而如今女性的高等教

育入学率（即进入大学或者学院）高于男性。

这些都是可喜的积极发展。然而，这么多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大部分都未参与到

劳动力大军当中，真是个巨大的损失。

当女性能发挥其所有的劳动力市场

潜力时，便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宏观经济增

长红利。例如，阿吉雷等人（Aguirr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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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2）提出，各国将其女性劳动参与率水

平提高至男性的水平能够使美国的 GDP 增长

5%，日本增长 9%，阿联酋增长 12%，埃及

增长 34%。库柏瑞斯和泰格尼尔（Cuberes 和
Teignier，即将发布）估计，由劳动力市场方面

的性别差异导致的人均 GDP 损失在部分地区平

均高达 27%（见图 1）。
如何为女性提供机遇，使其参与到劳动力

大军当中，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快的经济增

长？当女性能受到公平对待时，经济发展总体

将会受益。学校的入学率也将上升，因为女性

比男性更愿意将其收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投

入方面的平等将使女性经营的公司的生产力得

到提升，雇佣员工方面的平等将使公司能够获

得更多的人才，对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升

女性劳动参与率能缓解劳动力萎缩产生的影

响，促进经济增长。

为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政府和私营部门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推行政策来缩小在医疗卫生、

教育、基础设施服务以及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性别差距，

鼓励支持施行产假及改善幼儿看护设施方面的规定。以个

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收所得税，能促使家

亚洲的情况
在亚洲，女性的角色根据其所在国家所处的人口年

龄阶段不同而不同。南亚国家处于人口转变的早期，诸

如孟加拉国和印度，其死亡率急剧下降，同时出生率保

持在高位。东亚国家（即东盟国家）处于人口转变的中

期，其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长开始出现停滞。而诸

如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亚洲发达国家则处于人口转变的末

期，其出生率已经跌至替代水平之下，人口已经或者即

将出现萎缩。

东亚地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经历了

相对较快的人口转变，这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奇迹”

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共医疗卫生的改善使婴儿死亡率下

降，并带来了“婴儿潮”，随后生育率出现下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当二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适

龄阶段时，这些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导致工作者与家属之

比随之上升。这一转变使女性普遍从中受益：更好的医

疗卫生和更少的时间照看孩子将她们解放出来，外出工

作和接受教育。这一良性循环不仅让女性在促进经济增

长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也使其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在处于人口转变早期南亚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印

度），女性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了充分受益于潜在的人

口红利，南亚国家应该将重点放在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

和增强女性的技能方面，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

交通和电力，以支持所有工作者，并提升劳动力市场的

弹性（Das 等人，2015）。这些国家必须消除管理、制度

以及社会壁垒，以最大限度地让其人才发挥作用并获得

最大的红利。

在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最重要的是

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这些国家，女性才是保持经

济增长和抵消老龄化、甚至人口萎缩的关键所在。例如，

日本的人口预期寿命目前是 84岁，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

但其生育率却一直在低位徘徊。随着“婴儿潮”一代逐

渐步入退休年龄，供养比率（old-age dependency ratio）
攀升至全球最高水平。

随着劳动适龄人口的萎缩，日本的 GDP 很可能会

落后于其邻国，除非其每个工作者的产出增长高于其劳

动力缩减的速度。IMF 估计，如果女性劳动参与率达

到 G7 国家的平均水平，其年经济增长将提高 1/4 个百

分点，这将使其人均 GDP与基准情形相比固定增长 4%。

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还意味着更多的熟练工作者，因

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见“妇女能否拯救日本（以及

亚洲）？”，《金融与发展》2012 年 10月号）。

对于日本来说，更好地发挥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

的作用是最简便的途径，首相安倍晋三深谙此道—为

复兴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战略的重要基础便是让更多

的女性参加工作。自 2013 年安倍经济学推出以来，由于

延长产假福利和其他政策的推出，使得处于生育年龄的

职业女性的数量大幅上升。虽然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

对于处在人口转变不同阶段的国家而言都非常重要，但

对于那些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家来说，女性劳动力供给

则必不可少。

人口压力

图1

损失
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导致很多国家的GDP损失严重。

(由性别差距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库柏瑞斯和泰格尼尔的估计（Cuberes和Teignier，2015）。
注：圣多美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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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第二个人外出工作，通常是女性。在那些基于性别制

定法规的国家，如女性不能拥有房地产或经营公司，消除

这些限制能有助于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Gonzales 等人，

2015）。私营部门可以通过增强合同和工作环境的灵活度，

以及采取绩效奖励，而非看重资历或工作时长的评估方法，

来发挥作用。

除了增加女性工作者的数量以外，改善工作质量能提

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在非常规和非正式部门从业的

大部分是女性。在很多国家，与常规和全职工作相比，这

类工作岗位所提供的福利更低，保障更少。然而，例如在

北欧国家和荷兰，非常规工作者（包括兼职工作者）通常

能得到部分福利和津贴。这些福利能促使女性劳动生产率

提升，提高女性的生产力，并在中期缩小工资方面的性别

差距（Kinoshita 和 Guo，2015）。

工作和生育

人们普遍担心，更多的女性外出工作将导致生育率

下降，加剧人口数量的萎缩。的确，就单个国家而言，有

证据显示随着外出工作的女性数量的增加，出生率下降。

例如，布鲁姆等人（Bloom 等人，2009）发现，女性在其

生育年龄段，每生一个孩子将使其平均减少两年的劳动

供给。

虽然在个别国家这两个变量为负相关关系，但综合

各国的情况而言，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正相

关的关系。研究人员通过探究男性对家庭所做的贡献来对

这一明显的矛盾现象进行解释（De Laat 和 Sevilla-Sanz，
2011）。他们发现，在那些男性能分担更多家务劳动和照

看孩子的国家，女性更有可能兼顾生养孩子和工作，这使

得这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同时还能保持相对高

的生育水平。

此外，自 1985 年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的女性劳

动参与率和生育率间的关系似乎从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

（Brewster 和 Rindfuss，2000）。这一转变表明，当女性外

出工作，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时，他们也能负担得起养

育更多的孩子。这一趋势还反映出社会对于职业妇女以及

父亲照看孩子的态度的转变，以及科技的进步发展使工作

场所变得更加灵活。诸如更加慷慨的产假和更加有效的儿

童看护方面的公共政策也发挥了作用（见图 2）。
在人口转变过程的早期，外出工作的女性可能会选择

生育更少的孩子。随着人口数量的萎缩，在中期生育率的

进一步下降已不再适合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的政策措施

和全社会必须帮助支持那些确保女性能平衡其工作和家庭

的环境和条件。■

木下裕子（Yuko Kinoshita）是IMF亚太部的副处

长，卡尔帕纳·科赫哈（Kalpana Kochhar）是该部的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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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男性能分担更多家务劳
动和照看孩子的国家，女性更
有可能兼顾生养孩子和工作。

图2

更多工作，更多孩子
得益于更多的家庭收入、社会规范的转变以及支持职业女性的

政策，那些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的国家的生育率也较高。

(生育率，每位女性生育的孩子总数，1985—2012年)

资料来源：Kinoshita和Guo（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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